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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绅商家族的商业经营及其艰难转型：

以湖州南浔刘氏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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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湖州南浔刘氏为近代著名绅商家族。19 世纪 40 年代上海开埠后，刘氏家族起家于辑里湖丝贸易，

后扩展家业至盐业、典业、地产业等各个领域。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受国际贸易体系和国内生产结构影

响，刘氏家族的商业资本加速流向近代工业、商贸业和金融业，但总体上仍然表现出以商业资本为主导的

资本结构特点，并与传统经济形态保持着甚为紧密的关系。刘氏家族的个案反映出近代绅商阶层的经济近

代化尚未获得充分、完全的发展，揭示了近代绅商阶层转化及其商业资本转化的过程的艰难。这两个转化

过程，需要应对与近代社会生产结构、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官府势力和官僚资本等诸种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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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后既已执掌沪上丝业贸易之牛

耳，且开展多元化经营的浙江南浔绅商，在

近代工商业领域内有所建树者仅寥寥数人，

远不及来自广东香山、浙江宁波、苏州洞庭

等地的商人群体。以往研究的视角较多集中

于南浔绅商的群体考察，侧重从国际丝业贸

易竞争、商业经营理念、商业投资项目等视

角来对近代南浔绅商的衰落进行整体性论述①，

较少关注当时更为宏观的社会产业结构，以

及更为微观的以绅商家族或个体为单位的经

济行业选择、社会阶层流动、商业文化传承

等结构性因素。事实上，这些结构性因素影

响着商业机会的分布状况，很大程度上，它

们决定了作为一个阶层、群体或个体的商业

机会的选择范围，并制约着后者作为一个整

体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历史命运。南浔绅商

未能把握上海开埠后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以

获得具有近代性的发展途径，及其与上述结

构性因素的关联，需要尽可能多的个案研究

来探究原委。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辑里

湖丝“运沪直接销与洋行”，而“湖丝销售

洋庄，南浔镇实开风气之先”。其时，在清

道光、咸丰年间较早开业者有南浔丝行十数

家。太平天国战乱后，中外贸易日渐推广，

“湖州一带蚕丝贸易为南浔人士所专营”[1]122。

南浔丝商中“累巨万之家以十数计，巨万百

计，万者不可胜原”，有“四象八牛七十二

狗”之说[2]389。同光年间沪上丝业以刘、张、

庞、顾“四象”为巨擘，刘氏居首，其丝栈

名“刘贯记”。刘氏家族中，刘镛及其子辈

（“安”字辈）、孙辈（“承”字辈）正处于

清末民初新旧工商业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

其家族成员的生产经营状况是本文主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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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刘氏祖籍浙江上虞，二十四祖尚贤公于

清康熙年间始迁湖州南浔，居浔传四世至焕

章。焕章，字郁林，生四子（铸、鋐、镛、锵）

一 女 ， 刘 镛 行 次 居 三 [3]3-4 。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1845），刘镛与盛泽吴氏议婚，先后生四子：

长子安澜，字紫回，因早逝而由承幹承嗣；

次子安江（又名锦藻，字澄如），育有十一子

九女；三子安泩（号梯青），育有五子九女；

四子安溥（号湖涵），育有一子三女。光绪二

十二年（1896），刘镛“精神渐衰，家务悉命

锦藻经理”[4]31-32，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四月去世[3]19。十年后，锦藻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主持家族析产分爨：四子分立尊德

（承幹）、贻德（安江）、崇德（安泩）、景

德（安溥）四堂，“各自经理”，并共有义庄、

家庙等家族公产[4]51。 

一、刘氏家业的开创 

刘氏家业的创始人是刘镛（1826-1899）。

据《年谱》记载：刘镛 14 岁以“家贫不能具修

脯乃舍儒习贾”，15 岁“学业于绵绸布庄”，

17 岁转至谈德昌丝行“居行四载，尽通阃

奥”，21 岁与邢庚星、张聿屏于南浔镇合开

丝行。咸丰二年（1852）九月，刘氏“始赴上

海”，结识徽商唐漾荷，两人“一见如故，

遂与订交”[3]2-3。咸丰初年充任洋行“舌人”

和代理收购的包买商，刘镛很快创立了自己

的丝栈。在业丝的同时，刘氏还先后“开正

茂布店”，联合宁波籍买办杨坊“托办鲜茧

运上海”，又附股盐业、入股典业[3]2-4，7-8。

“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5]224。 

刘镛开创的家业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丝业。上海开埠后的华丝出口大致依循

着“丝行—丝栈—通事（买办）—外商洋行”

的贸易流程。同治初年，刘镛“营丝业，往

来浔沪”，在南浔开设“刘振茂丝行”，负

责收购生丝、加工、打包，再运往上海丝栈

托售[4]2。在经营丝行时，刘镛通常“手自权

丝”，与乡民交易时以“称物平施”自戒[3]5；

与邢氏合股经营丝行二十五年，两家“往来

如家人”[4]1。为便利与沪上洋商直接交易，

刘镛先于同治七年“与金某合开恒生丝栈两

载”[3]8，后又独资在沪开设“刘贯记栈”，

不仅销售自家丝行收购的生丝，也代客（即其

他丝行）销售生丝，并按生丝货价收取栈租、

佣金和代客拆借放款利息[6]115-116。刘镛利用浔

沪两地之间湖丝收购—转销的差价以及经营

丝行、丝栈规则来谋取丝业贸易的高额利润，

即所谓“以低价向农民购丝，以高价售之于上

海之洋行，一转手间，巨富可以立致”[1]121-122。 

盐业。清末盐务运销实行专商引岸制度，

对盐区实施划区管理[7]109。同治初年，曾国藩

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为筹饷而“初办泰

州栈盐”，次年“招商试运以济饷需，复运

鄂西两岸票盐，至是，改票为场”。刘镛不

失时机地“与唐公漾荷附股王公秋田名下”，

于同治十一年“始办场盐”[3]9。起初，盐务

“归唐公漾荷经理”。同治季年，场盐“疲

敝日甚”，刘氏“亲诣各场，刷弊革浮”。

光绪初年，又值场盐“产丰销滞、转输不

灵”，刘氏“闻沈文肃公阅兵苏州，亲往谒

见，面呈节略，申请查堆。文肃韪之，委员

清查，疏通积滞，商困大苏”，刘氏淮盐产

业也随之得到快速扩张[3]7，9-10。据刘承幹忆述，

刘镛在淮南通泰“创四场，经营备至，甚至

购宅占林亭之胜，所置仪征田亩有三千之多，

局面恢弘”[8]331。受刘氏影响，其姻亲蒋汝藻

也由丝业转向盐业，先后出任杭嘉湖属盐务

甲商、浙江盐运使、民国浙江军政府首任盐

政局长等职。 

典业。传统的典业是一种以收取抵押物

而放款、收息的特殊金融业务。刘镛于同治

四年（1865）附股震泽恒义典，始入典业。次

年，太平天国战争“大难甫平，院司议招商

设典，下其令于郡县”，刘氏“承谕集股开

同裕典于湖城，嗣后江浙等处陆续置典”[3]8，

至光绪年间，已是“质肆遍江南北”[2]403。其

中，刘氏海门和济典委托其婿蒋锡绅董理，

自光绪初年至民国初年，典当门面扩展至东

西 31 间、房屋 100 余间，典当资金达 2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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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经营范围覆盖海门上沙地区，并在海门、

三厂、青龙、二甲等镇设有代办店[9]169-170。 

地产业。按类型可以分为农村田产和城

市房地产，前者往往通过贱买贵卖、地租剥

削等方式营利，后者常以差价买卖、造屋收

租等形式来获利。在农村田产上，刘氏深受

传统“以末致财，以本守之”观念影响，自

光绪中就“在江浙两省购置田产，拟建义

庄”，开始经营家族田产[5]402。在城市房地产

上，刘镛于同治元年（1862）“始于上海恒源

里购地、建屋”，与邢氏同居，合营丝业[3]6。

后购置上海南京东路鸿仁里地基，造屋以供

自住和出租，而后逐渐将房地产置业扩展到

上海福州路、广西路以及青岛、汉口、扬州、

杭州等地。 

丝业、盐业、典业、地产业（尤其是农村

田产）大多为传统旧式行业，属于传统农业社

会原有经济形式的延续，风险相对较小、获

利相对稳定，颇受旧式商业资本的青睐，此

类经营资产在刘氏商业资本投资总额中占据

相对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贯穿这些行业

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也基本属于传统

的、具有旧式农业宗法社会的特色：大多延

续着以家族、亲友、同乡等关系为基础的合

伙制度、学徒制度，保留着子承父业、戚友

相帮等家族式经营管理方式，在行业竞争上

也常常利用行会制度进行垄断，保留着较为

传统、保守的贸易方式，与传统经济形态仍

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营商起家后，刘氏遵照当时通行的捐纳

则例，筹饷例捐国学生，并于清咸丰至光绪

年间接连三次捐升国子监典簿、蓝翎光禄寺

署正、花翎员外郎，并奏保四品衔，完成了

由商而绅的社会阶层流动[3]4-17。在刘镛的操办

和影响下，长子安澜[10]91-92、次子安江、三子

安泩和承幹[11]1407-1408、承业、承材、承植、承

本等诸孙纷纷纳赀报捐[12]。刘氏家族以捐纳之

途实现了由商业起家向绅商传家的转型。 

二、刘氏子孙的守成与拓张 

在刘镛开创家业的基础上，19 世纪 80 年

代以后，受清末民初国际贸易体系和国内生

产结构的影响，刘氏诸子在析产分爨前后就

已经开展了各自的经商营工。 

（一）经营传统行业 

刘氏子孙经营传统行业，大致延续着刘

镛时代的格局，主要集中在丝业、盐业、典

当、钱庄、地产等行业。 

丝业：较之上海开埠初期，19 世纪 70 年

代以后的华丝出口已深度卷入国际市场体系，

以辑里湖丝为代表的传统手工缫丝、复摇丝

经在出口市场上逐步为日丝和厂丝取代。在

出路日狭的华丝贸易中，沪上洋行垄断上海

与巴黎、纽约之间的生丝抛货买卖，一部分

华商稳步经营收货买卖，固无损失，另一部

分华商与外国资本家竞争则鲜有不败者[13]176；

与此相并行则是国内机器缫丝工业的步履维

艰。在进退两难之间，刘氏子孙适时调整经

营策略，除刘承幹投资宏裕盛丝栈、湖州模

范丝厂[14]240，262、刘安泩参股杭州崇裕丝厂[15]351-352

等少数例子外，刘氏商业资本大多流向了其

他行业。 

盐业：自光绪丙申年（1896）后，刘锦藻

接替刘镛经理家务，时常往来于淮北、镇江、

扬州、泰州“考查盐务”“察视堆盐”，

“结核账略，岁以为常”[4]23-29。刘镛殁后，刘

氏四房继承其名下盐产，至 1914 年所拥“四

场所产盐数大约在三万引”，其中产盐数额以

刘安泩“名下草场为最多，约居十之五六”[16]400。

至 20 世纪 10 年代末，由于海势东迁导致淮南

盐业衰竭，刘氏盐产渐趋衰落。刘安泩盐产

于 1917 年以“垣产入股”的方式并入张謇筹

组的草堰场大丰盐垦公司，此时，剩余三房盐

产已降至“合计不及万引”。1919 年，刘承幹

名下灶产、房屋、驳船等盐产作价洋九万元出

让与小海场通遂盐垦公司[8]330，486。在经营家族

盐业的同时，刘锦藻还投资大源盐公司、泰

和场盐垦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接办丰利

场盐垦公司并出任董事长[4]47-49；刘承幹也先

后投资大祐盐垦公司[17]213、通遂盐垦公司、

同仁泰盐业公司，并出任董事、监察等职[1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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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业：刘氏诸子热衷投资典当业，是南

浔绅商中资本金额最大的家族之一。刘氏四

房中，锦藻名下“当典有八十余处之多”，

分布于青浦、甪里、黄渡、重古、莘庄、硖

石、长安等地[19]28。刘承幹名下至少有万泰、

同和、兴盛、新盛典、裕大等 12 典，地区遍

及苏嘉湖多个市镇。根据刘承幹《求恕斋日记》

中 1911-1936 年万泰、同和、和济、兴盛、新

盛、裕大、春生、同济等 8 典年总利息（共计

36 条年总利息记录）的不完全统计：各典年均

利息有所差异，大致在 0.58 分（湖州新盛典）

至 2.63 分（二滧裕大典）之间波动，8 典合计

的平均年总利息为 1.19 分。以 1933 年 8 典

50.725 万元的股本为例，能为刘氏带来年均 6

万元的收益②。 

钱业：作为旧时商办金融机构，钱庄主

要经营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清光绪初

年，随着苏嘉湖区域丝业贸易的兴盛，开办

钱庄者日渐增多。虽然限于资料，刘镛经营

钱庄的信息阙如，尊德、贻德、景德三房仅

有附股扬州怡大钱庄的记录[20]345，但依据清末

民初钱庄业中的“浔帮”势力来分析，刘氏

家族参股钱业者理应不在少数。据史料记载，

仅在南浔镇，由“浔帮”集股的钱庄从光绪

年间的萃隆、集成、阜成，到民国时期的萃

德、晋康、中信孚、成德、晋和、福大、正

康、盈丰、晋德、永大、泰和，前后继替不

绝，最盛时多达 10 余家，至民国初年尚有晋

隆、晋康、晋安、盈丰、慎源、福大、震康、

晋和等 8 家[21]155-156。钱庄业在 20 世纪 20 年代

由于苏嘉湖丝绸业改木机为铁机织绸而获利

空前，后因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而市情

萧条，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受上海交易所投机风

波以及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发展而渐形衰落[22]114-118。

在清末民初新旧金融业双轨并行的半个多世

纪中，刘氏家族匿名于“浔帮”的钱庄业投

资应是为数可观的。 

地产业：刘镛“于壬辰岁（1892）青浦置

田，思办义庄，赍志以殁”后，刘锦藻继承

其遗愿，于壬戌年（1922）建成义庄[4]51。义庄

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义田”，为此，刘氏公

堂置买江苏青浦等地田产 1500 余亩[5]402。刘承

幹又添置青浦田亩，用以补贴赡族之需[20]13。

在义庄田产外，刘氏还通过田地抵押、租佃

收入、差价买卖等方式扩大田产规模及收益。

至 1936 年间，尊德、景德、贻德三房共有租

佃田 4000 余亩，其中刘承幹名下拥田 2580 余

亩[20]58。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对其他行业的

投资，刘氏流向田产的资金总额较小，田租

及田产买卖等收入占其投资收益的比重也较

低，由此推断田产并不是刘氏经济活动的重

心。很大程度上，以刘氏为代表的绅商置办

田产主要出于家族义庄所需，是一种以田产

收入扩大商业经营的行为，本质上应属于一

种商业投机行为，不足以影响其经济身份的

定性及其商业资本的积累趋势。 

相较于农村田产，城市房地产在刘氏子

孙的多元化投资中似乎更具吸引力，这在很大

程度上缘于近代城市地产价格的巨大涨幅[23]833。

在 1916-1927 年间上海总商会的若干年份执业

代表纪录中，刘氏尊德堂（贻德里）、景德堂

（福兴里）均以城市房地产业的执业行业/企业

而名列上海总商会分帮会员[24]420-450。刘氏家族

在上海景云大楼设有房地产总账房，在青岛、

汉口、扬州等地设有分账房，管理着遍布多

个城市的房地产，其代表性的产业有：上海

公共租界福州路、广西路一带包括会乐里、会

香里、洪德里、贻德里在内的十余条里弄[25]15；

还有苏州[14]452、镇江[18]431 等地诸多房产。上述

房地产投资的细节不得而知，但据刘承幹《求

恕斋日记》的记录：刘氏自 1911 年寓居上海

后，在上海、汉口等地曾有过 7 次大宗房地产

买卖，交易总额达银 249.4 万两，其主要经营

方式有造屋出租、地皮出租和地产转卖③。 

（二）投资近代企业 

在刘镛创立家业的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

正值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阶段。以上海为

中心的江南地区近代工业化，在早期侧重于

江南制造局的军械制造和机器缫丝厂的厂丝

出口，其后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采用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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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机器设备来制造工业品，其中又以棉纱、

棉布、面粉及其他消费品为主[23]847。依循这一

规律，近代南浔绅商在投资机器缫丝工业之

外，主要涉足棉纺、面粉、造纸、制糖、交

通运输等行业领域。然而，在刘镛的投资记

录中，这些行业则鲜有记录。迨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清廷以洋务运动“求富”和新政

“奖励工商”为号召，掀起两次民族资本投

资近代企业的热潮，近代工商业、农业、交

通运输业、公用事业、新式金融业等产业得

以普遍兴起和发展。是时，恰逢刘氏“安”

字辈经商营工的活跃时期，其投资结构与经

营项目也日趋近代化。 

以贻德堂、尊德堂为例加以说明： 

贻德堂。安江（又名锦藻）虽为刘镛次子，

但因其进士出身以及长兄安澜早逝而被视为

刘氏家族“安”字辈的代表人物。据《自编年

谱》记载，锦藻 5 岁始受业，14 岁入邑庠，光

绪戊子年（1888）省试得中第七十三名，光绪

甲午年（1894）进士及第，“以郎中用签分

工部”[4]14，18-19。光绪丙申年（1896）后，锦藻

接替刘镛经理家务[4]21-22。锦藻以进士出身涉足

商界，在传统行业方面子承父业，又先后参

与创办湖北纺纱局（任商董）、上海大达轮步

公司（任总办）、浔震电灯公司（任董事长）、

浙江铁路公司（任副总理）、浙江兴业银行（任

公司财政）、泰和场盐垦公司（任会计董）、

丰利场盐垦公司（任董事长）等多家企业，在

江浙沪工商界享有较高声望，并使刘氏家业

进一步扩大[4]22，30-34，47-49。锦藻投资近代企业主

要涉足机器纺纱、轮运、铁路、银行、电业、

盐业等领域，其中不乏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

代表。例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浙江绅商各

界集股成立浙江铁路公司，锦藻“掷资其中

及招戚友之股，约近百万金”，并被公举为

副总理[26]6。1907 年，浙江铁路公司为解决股

款存放问题而成立浙江铁路银行（后改名为浙

江兴业银行），资本定额 100 万元，除浙江铁

路公司投资占 1/3 外，其余招募股份中，锦藻

持有 200 股（占总股本 2%），位列第二大股

东，并出任公司财政[27]。 

总的来说，由于经商才能和时代背景的

不同，锦藻在经营管理上并未表现出超乎其

父刘镛的商业才能。刘镛去世后，锦藻虽然

继承了家族盐业、房地产、典业，也投资一

些新式工商业，但是经过诸子析产后，无论

是刘氏所拥有的资本总额还是资本增值速度

都远逊于刘镛时期。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

着近代社会产业结构的变迁和资本市场发育

的逐步完善，刘氏家族赖以起家的盐业、典

业、田产业等传统产业逐渐走向衰落，而新

兴工商业的投资转向又面临着政策、知识、

技术更新以及国际市场波动等诸多不确定因

素，并非锦藻这样的进士绅商所能轻松驾驭

的。锦藻在《自编年谱》中曾详述了三例新兴

工商业投资，从投资收益角度来看，都是不

甚成功的。一例是光绪丁酉年（1897），应张

之洞之邀，赴湖北招商合办湖北纺纱局，订

立合同不及一年，官商龃龉，催索商本累年

不还[4]22-23，29。第二例是光绪甲辰年（1904），

应张謇电召赴沪商办大达轮步公司，出任总

办，“集股、购地、咨部”，“妥议章程”，

然而直至民国甲子年（1924）“始获盈余”，

其间“二十年未支分文”[4]30，53。第三例是光

绪乙巳年（1905），出任浙江铁路公司副总理，

邀集认股，筹垫股款，然仅时隔两年，因招

股分歧而招致“外人不谅，纷纷责备”，又

与时任该公司总理的汤寿潜“意见不合”而

“专主放弃主义”，至宣统元年（1909）索性

“登报辞职”。民国四年（1915）浙江铁路公

司收归国有后，刘氏所投股本才分十二期拨

还[4]30-38，45。尽管如此，锦藻仍然不失为一位

卓有影响的绅商。 

尊德堂。承幹为安江之子，出继安澜后，

以长房长孙身份继承尊德堂家业，既经营盐

业、典当、田产等传统行业，也广泛投资近

代企业。据《求恕斋日记》记载：1909-1937 年

间，承幹投资近代企业 41 家，其中记有明确

投资金额的有龙章造纸公司、湖州模范丝厂

等 20 家，合计投资总额为银 6.56 万两、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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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 万元④。 

上述贻德堂、尊德堂的事例显示：以锦

藻、承幹为代表的刘氏第二、第三世代通过

合资创办或投资入股等方式参与近代工业、

商贸业、金融业等诸多行业、企业，刘氏家

族的丝业资本、盐业资本、土地资本以及其

他类型的商业资本都不同程度地转向近代工

业、商贸业和新式金融业，与近代实业发生

了比较普遍和密切的联系。在刘氏涉及的近

代企业中，绝大多数都采用股份公司的组织

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代表着近代企业的历

史发展方向：例如龙章造纸公司等工业企业

采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注重生产工艺流程、

产品质量、广告宣传；又如湖州模范丝厂等

商贸企业一改传统字号经营、旧式劳资关系，

采用近代化的经营方式，其中的出口贸易公

司已然成为国际商业资本大循环的一部分；

再如浙江兴业银行等金融企业衍生的保险、

银行、信托、证券等新业态功能，贴近近代

企业的金融需求，积极向生产领域渗透，与

旧式典当、钱庄的经营模式相去甚远。在上

述新式企业所代表的近代新的生产力、生产

关系中，身处其中的绅商必然会受到深刻影

响，其价值观念、知识技能和文化素养也会

随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表现出资产阶级

化的共同趋势，即朝着转化为近代工商业资

本家的目标渐趋渐近。当然，从绅商趋向转

化到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工商业资本家，

其间的过程仍旧充满着曲折和挑战[28]188。 

三、艰难的近代转型 

较之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缺乏工厂手工业时

期（前工业化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亟需

来自掌握较多货币资本的富有社会阶层的投

资[29]28。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

包括刘氏在内的近代绅商家族的商业资本一

直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投资中占据重要的地

位。绅商家族以商业资本投资于近代企业的

过程，既是商业资本转向近代工商业、新式

金融业的过程，也是绅商阶层转化为近代工

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的过程。然而，在

近代社会新旧生产方式交错、国家内外矛盾

交织的特殊时期，这两个转化过程显得颇为

艰难，需要应对与近代社会生产结构、外国

资本主义、本国官府势力和官僚资本等诸种

复杂关系。 

（一）绅商的商业资本流向受到社会生产

结构的制约 

利润率是决定商业资本流向最直接、最

根本的原因。商业资本的具体流向，在形式

上受制于绅商的投资意愿，在本质上则取决

于不同产业或行业利润率的高低比较，而后

者通常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结构决

定的。在清代前期，高于商业资本利润率的

情况仅存在于矿冶业、航运业、丝织业等少

数几个产业领域，至清末民初时，才逐渐扩

展纺织、面粉、造纸产业和城市房地产、银

行、保险等新式工商业领域[30]。但是，由于近

代中国资本市场发育滞后，产业资本从商业

资本中获取独立地位的进程十分缓慢，即使

是在银行、保险、证券等新式信贷机构出现

后，以典当、钱庄为代表的传统借贷体系仍

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利润

率始终吸引着商业资本的主要流向。 

根据始设于 1902 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的执业情况分析，南浔绅商家族的经营范围

包括丝业、造纸、房地产、证券业、打包、

保险、银行、盐业等八个行业[24]420-450。这八个

行业中，除了丝业中的手工缫丝业、房地产

中的农村田产、盐业等可以视为明清以来历

史延续的传统行业外，丝业中的机器缫丝、

房地产中的城市房地产和其他行业都可以划

为上海开埠后兴起的新兴行业。以机器缫丝

业为例。近代较早兴起的机器缫丝业，是包

括刘氏家族在内的南浔绅商投资最为集中的

近代工业领域之一，大多数企业都采取合股

经营的方式，但除了合股者提供部分资金之

外，传统借贷体系仍发挥着中心作用。美国

学者李明珠也指出：20 世纪 20 年代，资金缺

乏是导致机器缫丝业发展不利的重要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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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它同时反映出商业资本更倾向于流向不

动产或典当业等期短利厚的行业。即使是在

为数不多的投资机器缫丝业的事例中，大多

数绅商也更愿意采用租用厂房、设备，依靠

临时集资或金融借贷，以短期眼光和侥幸心

理来经营，缺乏企业技术革新或管理创新的

内在驱动力[31]201-202。这种倾向也深刻地影响着

绅商的投资结构。大致与前述 1909-1937 年间

投资近代企业（合计银 6.56 万两、洋 13.02 万

元）的同一时期，刘承幹还投资上海房地产买

卖（合计银 249.4 万两）、投资典当（1933 年

8 典股本合计 50.725 万元）以及定息出借（合

计银 27.3 万两、洋 4.06 万元）⑤，相较而言，刘

氏对近代企业的投资显然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类似的情况并不止刘承幹一例。南浔绅

商在以丝业贸易起家后，虽然不同程度地投

资各类新式企业，但其商业资本的主要流向

仍然集中在盐业、房地产、典当、钱庄等若

干传统商业流通领域。换言之，清末民初时

期，在具有更高利润率的民族资本主义产业

或行业的投资机会上，当时的社会生产结构

并未能提供更多的选择，因此，以刘氏为代

表的近代绅商“对于大规模的工商业不敢轻

易尝试，一般富绅们宁可多开二分利息稳赚

的当铺，不愿开工厂，往发展实业的一个方

向进行”[32]，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合理而又

普遍的社会现象。 

（二）绅商的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主义的

矛盾 

第一次鸦片战争至 19 世纪末期，外国资

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先后经历了商品倾销和

资本输出两个阶段，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产

生和发展初期就面临着资本弱小、技术落后

和国内外市场局促等诸种不利。在此背景下，

近代绅商的产业投资活动首先从附股外商企

业开始，而后才逐渐分化出来，转而投资本

国的近代企业。以机器缫丝业为例：在早期

外商洋行投资时期，刘氏与同属“四象”之

列的顾氏、庞氏、张氏等家族创业人出于投

资安全和优厚股息回报而附股其中。在稍后

民族资本创办缫丝厂的发展初期，华商为利

用洋行治外法权来逃避蚕茧厘金、出口关税

以及赢取国外市场，采用委托洋行经理或挂

名洋牌等方式来开展经营[33]140，即使是 19 世纪

末期民族缫丝工业逐步壮大后，华商企业仍

然逃脱不了外国资本凭借经济政治特权对茧

价、丝价的操控。如在蚕茧原料上，19 世纪

末期，江浙两省政府为扩大税源以及避免茧

价波动而对各地丝厂设灶收茧施行严格的限

制条例。这些条例在束缚华商丝厂发展的同

时，反倒为外商操控茧价丝价提供了便利。

1897 年，英商怡和洋行在杭州建灶买茧可以

凭借海关完纳“子口半税”特权而免征国内

厘金及其他捐税，而华商必须按规设灶纳捐，

造成华洋厂商茧本悬殊和华商竞争不利。当

时《时务报》评论“杭州蚕茧抽税事”，质问：

“不抽税于洋人，是轻于彼而重于我也，岂

理也哉！”但终因政府有所忌惮而不置理睬，

江浙蚕茧外流日趋加剧[34]125-126。受此影响，世

经缫丝厂、开永源丝厂等多家华商企业因为

“难得好茧接续供应”而被迫关停[35]27。即便

是当时最有实力的湖州模范丝厂，也终因原

料、市场的“双重打击以致停业”[13]78-79，85。

除蚕茧原料外，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外国

资本还利用垄断华丝出口的便利，操纵丝价，

有预谋地制造市场混乱以达到牟取暴利和打

击华商的双重目的。其间，虽有个别较有实

力者敢于奋起抗衡外，大多数华商企业则选

择投靠、屈服或转营他业[6]98-99，106-108。华商企

业屈服或抗衡外商洋行的行为，隐含着民族

资本与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构

成了近代绅商投身实业救国的情感动机。在

清末民初民族危机深化的历史漩涡中，相较

于其他社会阶层，绅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

略和民族工商业失利、利权外溢的现实尤为

敏感。寓御列强、图国强于丝业改良，是推

动绅商投资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重要动机之

一，是某种“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的体现[28]307。

前述刘氏家族投资浙江铁路公司、浙江兴业

银行、龙章造纸公司等近代民族资本企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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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之为典型例证。 

（三）绅商与本国官府势力、官僚资本的

纠葛 

晚清、民国时期，绅商投资经营近代企

业还迭受本国官府势力、官僚资本的苛税盘

剥、经济控制，各种阻扰可谓是层出不穷。 

在商业资本较为集中的生丝贸易领域，

强征苛捐历来是官府势力侵夺商利的主要手

段。在清同治、光绪朝时期，官府征收南浔

生丝贸易之捐税，在类别上有“运丝”“用

丝”之分：“运丝”每包收捐银 16 元，由各

税卡责成丝行于乡民卖丝时先收捐款，再准

销售；“用丝”“系属零星交易，本按百货

厘捐章程，见货抽收”。在名目上，丝捐又

有正捐、附捐之别[36]。生丝由浔运沪，还另需

缴纳江苏厘捐，其种类之繁杂不逊于浔，以

至于时论惊叹：“清国内地的税厘，其种类

之多之繁，实出于意料之外！”[37]549-550 民国

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实行“废除清朝苛捐杂

税”“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的经济政策，

1912 年浙江临时省议会改订捐率，调整“运

丝”捐为 20.2 元/包、“经丝”捐为 25 元/包，

“用丝”捐为 16.6 元/包，捐率均较清末有所

下降，但仅维持两年之久。以当时南浔出口

最为大宗的“运丝”捐为例，其税率在 1914

年上调至 25.2 元/包（其中正捐 22 元、沪捐 3.2

元），1915 年又升至 37.2 元/包（其中正捐 31.6

元、沪捐 3.2 元、浙西水利经费 1 元、本省改

良桑蚕经费 2 元）[38]578-580。丝业重捐在为官府

带来丰厚税利的同时，大幅加重了绅商贸易

税负，也严重削弱了辑里湖丝的市场价格优

势。对此，南浔绅商感慨道：“政府理应奖

励，减轻丝捐，非惟不减，反增经捐，实系

重税……际此商战时代，我七里丝担负此重

税，焉有不失败之理？”[39]131 苛重捐税与日丝、

厂丝的竞争一道，进一步加速了手工缫制的

辑里丝经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衰败。 

除生丝贸易以外，绅商投资经营近代企

业也饱受官府势力、官僚资本的盘剥。刘锦

藻在《自编年谱》中记录了投资湖北纺纱局的

事例：光绪丁酉年（1897），张之洞督鄂，

“创造纱厂（即湖北纺纱局），招商合办，先

定资本银五十万两，官以厂屋为本，商股廿

五万两，由此纠合”，公举刘锦藻、刘雨蘋

等人为商董，官派盛春颐为总办，后又派王

常川督办厂务。然而订立合同不及一年，刘

锦藻在“仔细调查”后发现，纱厂“开支甚

巨，且名为官商合办，而行本商垫至三十万，

官不一付，屡请续添官本，悉置不复，并厂

中房屋价未付清，洋人催索亦不支给”。与

此同时，股商们以官府揽权，“虑局务或多

牵掣，呈递章程四条，仍以官为保护、商为

经理为请”。张之洞以退为进，提出“官未

便再添股本，只能就已拨之三十万两按年取

息，不问盈亏”，要求商人借债办厂而官府

坐享利息。双方商谈不拢，张之洞以“官商

合并之局诸多窒碍”，欲将纱厂收归官办[40]56。

商人认为“张督见纱有盈余，竟欲收归官办，

同人愤愤，群思抵拒”，刘锦藻认为“张督

反覆无信，初办如此，将来何堪设想，不如

趁兹让去，收回资本”，“磋议累日，始各

允从，赶办交代，遣散各友”；无奈官方一

再拖延，“商本累年催索，张督不理”，

“数载折阅”，直至光绪甲辰年（1904），

“时有商人租办……勉强还本，但数年无息，

且官中帮忙者索折扣，仅收八成”。为此，

刘氏不禁吁叹：“张南皮以重商自负而办事

如此，可慨也！”[4]22-23，29 

从湖北纺纱局的事例不难看出，刘锦藻

等人对于“官商合办”之利弊实有比较清醒

的认识，在合作中也处处存有谨慎提防之心。

及至 1930 年代，仍有相似的情形一再出现：

1930 年，创办廿六年之久的上海大达轮步公

司在“上海市政府强权收回岸线”时，刘氏

等持股方虽以“合同尚未满期”据理抗争，

但“屡抗无效，只有磋议价值” [4]60 ，所谓

“政府之荒谬搜括商业金钱，竟盗贼之不

如”，“凡民间所营商业可以获利者均欲收

归官办”[19]298，大达轮步公司不得不改组为房

产公司。前述刘氏掷资的浙江兴业银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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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起日趋衰落，一方面固然与该行“总

办事处制”管理效率不高以及“稳妥有余、

开拓不足”的经营作风有关，另一方面也深

受国民党新军阀经济控制的掠夺，在 1927 年

抗衡蒋介石指派银钱两业借款、1935 年抵制

国民党法币政策，以及抗战胜利后抗拒国民

党官僚资本“劫收”等问题上进退失据，最

终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破产[41]112-115。从以上诸例

可见，不论是晚清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近代绅商期望摆脱官府势力、官僚资本特权

束缚而谋求公平、自由的经商营工环境，而

历史时代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又迫使他们不得

不趋近这些特权来谋求有利的生存和发展条

件，始终纠结和游走在这组矛盾关系的两极

之间。 

四、结论 

引起绅商家族各个世代的行业、财富、

地位等社会流动的因素是多元复杂的，既有

不同出身背景和个性特征的绅商的个体选择

因素，也有近代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变迁

对于绅商阶层、群体或个体选择的机会结构

分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后者影响并制

约着前者的选择。作为刘氏家业开创者和绅

商世家的第一世代，学徒、伙计出身的刘镛

的商业经营活动始于丝业贸易，在商业经营

方式上表现出“定行业”（即收购转销辑里湖

丝）和“拴两头”（即往来于浔、沪两端）的

典型特点，逐渐由小商小贩贸易发展为经营

规模更大的丝栈丝行贸易，与之伴随的还有

盐业、典业、地产业等多元化经营的开辟。

上海开埠以及辑里湖丝畅销海外为刘镛所代

表的绅商第一世代创立巨富家业创造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在刘氏“安”字辈、“承”字

辈时期，继承家业的先赋性因素在第二、第

三世代的上升流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为其

经营传统旧式行业并投资近代工业、农业、

银行、交通运输等新行业，进而上升流动到

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提供了重要基础。19 世

纪 80 年代以后，在清末民初国际贸易体系和

国内生产结构的综合影响下，刘氏家族的商

业资本逐渐流向近代工业、商贸业、金融业，

代表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与此相应，刘氏家族成员由绅商向近代工商

业资本家的过渡和转化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刘氏家族第二、第三世

代成员经营和投资近代企业的活跃度进一步

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数量与规模上的

与时俱进，反映出商业资本加速流向近代工

商业、新式金融业的趋势，但总体上仍然呈

现出以商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结构特点。虽

然商业资本也和近代工业资本发生一定联系，

但始终与传统经济形态存在着甚为紧密的关

系，表现在绅商对传统的典当、钱庄等高利

贷商业和房地产、定息借贷等商业流通领域

仍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较高的投资占比，反

映出这一阶层的经济近代化尚未获得充分、

完全的发展。这一经济结构特点也决定了绅

商阶层对于本国官府势力、官僚资本以及外

国资本主义势力仍然存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妥

协性，难以摆脱与之千丝万缕的纠葛。 

注释： 

① 学界关于南浔绅商衰落的研究，已涉及辑里湖丝在国际性丝

业竞争中逐步失利的客观经济因素，也有地域文化安稳有余

而冒险开拓进取不足、商业经营理念儒学化与项目传统化等

因素，还有包括捐纳职衔、捐输革命、捐助慈善事业与地方文

教事业在内的大量非生产经营性支出，以及浔商后代经营能

力欠缺等自身因素。参见：陶水木《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

（《浙江学刊》2000 年第 3 期），董惠民《论近代浔商衰落

之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许发祥、

赵书刚《近代浙江浔商兴衰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11 年

第 5 期），李学功《浔商文化现象反思：晚清民初与改革开放

初之浔商文化问题》（吕福新：《浙商崛起与危机应对》，浙

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7-83 页），郑卫荣《近代

南浔绅商的伦理精神及其时代价值》（《宁波大学学报（人文

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等。 

② 数据统计来自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第二册，第 24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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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479 页；第八册，第 273、455、498 页；第十册，第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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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册，第 294、472 页。 

④ 有关刘承幹投资近代企业及其金额，参见：刘承幹《求恕斋日

记》，第二册，第 14、113、240、262、369、400、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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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ercial Management and Difficult Transformation of Gentry-merchants Family: 

Focused on the Liu Family in Nanxun, Huzhou 

ZHENG Wei-rong 

（School of Marxism,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0, Zhejiang） 

Abstract: Liu family in Nanxun Huzhou was a famous gentry-merchants family in modern times. After the opening of Shanghai 

port in 1840s, Liu get started his business from Jili-Silk trade and expanded his family business to salt, pawn and real estate 

industries. After the 1880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ystem and the domestic production structure, the commercial 

capital of the Liu family flowed to modern industry, commerce trade and finance, but on the whole, the majority of his business was 

dominated by commercial capital, and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form. The case of Liu family 

reflects that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f gentry-merchants class has not been fully developed, a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ntry-merchants class and its commercial capital. These two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went through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 with social production structure, foreign capitalism, domestic government power and bureaucratic capital.  

Keywords: gentry-merchants family, business operation, transformation, Liu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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